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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不同群体多元化的利益诉求随着社会转型而日渐增强，伦理治理机制本质上是多相关主体引

出的责任分担问题。本文引入“边界组织”的概念，分析多主体的参与、多元化构成的边界组织的形成，

选取仅经历十多年发展的合成生物学领域、以美国为例，剖析边界组织在领域伦理治理的作用，认为多

主体参与促成了新的治理机制的形成，并且更加有效地推动了新兴科技的伦理治理，治理机制的一个重

要特征是“边界组织”的形成和运作。目前我国的确还缺乏承担这一作用的角色，建设一个能够将不同

类型的利益相关者整合在一起，共同协商治理的平台也即边界组织，尤为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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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social transformation, the diverse appeals to benefits of different groups are increasingly 
strengthened, and the ethical governance mechanism is essentially a responsibility sharing problem caused by 
many related subjects. This paper introduces the concept of "boundary organization" and analyzes the formation of 
the boundary organization with multi-subject participation and diversification. Taking the synthetic biology field 
in the United States which has only a history of more than ten years as an example,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role of 
boundary organization in the field of ethical governance and illuminates that multi-subject participation contributes 
to the formation of a new governance mechanism and effectively promotes the ethical governance of emerging 
science and technology, and the formation and operation of the "boundary organization" is an important feature 
of governance mechanism. At present, there is no a role of "boundary organization" in China. It is particularly 
important to build a platform that can integrate different types of stakeholders and consult with each other for 
govern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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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兴科学技术快速发展，同时对人类个体、

社会和自然环境等的影响也迅速扩大。生物医药、

农业技术、环境科学、工程技术等领域新兴科技

研发带来的涉及到生命健康安全、隐私保护、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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庭和社会关系、生态安全、资源分配、国家安全

等诸多的非技术性伦理、法律和社会问题已经使

既有的科技管理面临巨大挑战。比如，现代生物

技术已经成为一个复杂的系统，很难将其作为一

个孤立的个体对待。这个系统囊括了许多不同的

社会经济部门——农业、林业、水产养殖、采矿、

石油炼制、环境治理、人类和动物健康、食品加工、

化工、安全等等，以及一系列工业过程中的相关

技术及其应用。[1] 生物技术的发展和应用引起了

医学、农业、食品及制药业等相关领域的革命性

变化，为人类健康和生活带来福音的同时，也对

社会、环境和经济产生深远影响，引起了一系列

的社会、伦理、政策和法律问题和风险。

这些伦理问题和社会风险使得社会现有的观

念、秩序、体制等面临挑战，甚至发生冲突，并

影响到科技本身发展以及社会的运行。新兴科学

技术社会风险和伦理问题已经成为一个颇受关注

的研究领域。现代社会对新兴科学技术及其应用

的规范已不再仅局限于道德讨论和限制的范畴，

许多国家已经开始逐渐赋予伦理规范以“社会治

理”的使命，纳入“社会监督”、“制度”和“法”

的语境中，伦理治理逐渐形成为“一种机制”进

入到实操层面。本文尝试以合成生物学领域为例，

从“边界组织”的视角探讨伦理治理机制，为分

析我国新兴科技伦理治理提供研究支撑。

一、科学的不确定性和伦理问题的复杂性：
伦理治理边界组织的出现

美国研制原子弹的曼哈顿工程一般被认为是

广泛地探讨现代科学技术及其应用的伦理问题的

开端。20 世纪 70 年代，生命科学领域的伦理问题

凸显出来，诸如人类遗传疾病筛查 [2]、产前诊断 [3]

的伦理问题等已在国际上有不少研究。之后，伴

随重组 DNA 技术诞生发展起来的基因技术对人类

原有的伦理和法律观念、潜在的社会秩序产生空

前冲击，为了保证生命科学技术的安全使用，防

范可能出现的技术滥用，更多的伦理思考随之而

来。1975 年的阿西洛马会议是生命科学伦理学的

一个里程碑。这一时期对伦理问题的讨论和研究

主要关注某个具体技术的责任或说是科学家责任

问题，[4]探讨科学家、工程师职业特点和伦理挑战，

新科学技术及其后果问题。

80 年代后另一些技术发展中非主观意愿重大

事件比如技术设施的故障（如切尔诺贝利事件）

的发生，进一步引发人们的思考。虽然对科学技

术及其应用的乐观主义开始削弱，但此时的研究

仍认为科学技术具有中性价值，更加关注如何权

衡期待中的正面成果和非主观意愿的负面后果，[5]

而转基因作物、转基因食品等的出现进一步将问

题引向对人的“技术改良”的讨论。在此背景下，

1986 年美国能源部宣布人类基因组计划时，伦理、

法律和社会影响（ELSI）研究计划也同时设立，

生命科学伦理研究得以进入社会公众视野。ELSI
计划开启了伦理研究的一种新的模式：在新的科学

技术还没有被应用前，就尝试以有组织的研究运

作模式开展前瞻性研究，预先发现并解决可能产

生的问题，并以此影响科技的实际应用及相关政

策导向。因此，ELSI 研究计划被认为是人类基因

组计划获得成功的必不可少的重要因素。[6]

2000 年之后，基因技术的进一步发展扩展了

对人类未来的想象和担忧，推动了关于“人的自

然本性之未来”的讨论。对其他领域如合成生物

学等的伦理问题的研究也提出了关于人、科学技

术、自然三者关系的基本问题。研究不再局限于

讨论特定领域具体的伦理问题，不以获得领域具

体的责任规范为目标取向，开始触及更深层次的

人类学、自然哲学和技术哲学问题。（[5]，p.5）

在这其中，有许多伦理问题需要研究，有许多道

德抉择亟待做出。

科学界和社会都意识到，在运用科技杠杆推

动社会前进的同时，必须放弃盲目的技术乐观主

义，主动担当起日益增长的科技力量所带来的相

应道德责任。然而，关于诸如怎样做决定这样的

问题，一直以来缺乏公认的、普遍性的东西（比

如做决定的标准和方法）。在不同的文化环境中，

伦理问题的阈值不同，价值观、伦理意蕴和道德

义务相异，这不可避免地导致了一系列的迷茫、

困惑和争议。

如果技术范畴中的问题演变成了公共的冲突

和矛盾，那么政治意义上的技术管理就有了登场

亮相的重要动因。（[5]，p.662）以往科技政策和

科研管理往往是科技研发先行，待技术出现之后，

再深入探讨后续的社会效应及政策面整合与沟通

的问题。这种做法的直接后果就是政策或治理资

源未能实时配合，导致科技发展未能与美好愿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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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方向一致。在新兴科技发展中，这种常规做法

所产生的负面效应尤为明显。随着社会转型，社

会利益多元化的格局显现，带来了不同群体多元

化的利益诉求增强的问题。于是，对不安全的风

险和程度加以限制被更早、更多地提出来，人们

关注怎么样的技术和创新政治实现能够适应未来

的技术创新。在此过程中，社会和机构这两个因

素对于创新的成败具有重大的作用和意义。（[5]，

p.663）

这就进入到下一个问题，即谁才能够决定科

技前进的方向。这涉及到责任的问题。在新兴科

技伦理问题的研究和实践中，责任的概念承前启

后——关涉理念和操作。无论是“负责任研究与

创新”、“科学家责任”，还是“伦理治理”、“公众

参与”，都需要溯源到“责任”的问题。只有明晰

责任，才能回答新兴科技伦理治理最核心的问题：

谁对什么以及对谁负责任？科技发展伦理责任之

所以复杂在于，第一，责任主体显然不是单一的，

究竟谁是“责任的主体”，这个问题是不明确的，

我们可能需要使用“相关者”的概念；第二，责任

主体、责任客体、责任评判机构这三重关系之间

并不存在直接的、因果的关系。因此，治理机制

本质上是多相关主体引出的责任分担问题，治理

所提出的标准、规范，是基于因果条件而非直接

因果关系。因此，“责任的稀释”无可避免。

这 里， 我 们 引 入 大 卫· 古 斯 顿（David H. 
Guston）的“边界组织”的概念。古斯顿采用科学

社会学的建构论方法，提出政治与科学之间有一

类边界组织的观点。他认为，科学的社会契约是

第二次世界大战刚结束的那个时期在科学与政府

的新型关系下形成的协议，即通过允许科学的自

动机制或自我调节机制来处理各种问题，相信科

学共同体能够最好地管理科学事业中的诚信与产

出率问题。然而随着对科学诚信问题的最初质询、

政府与科学共同体之间信任关系的变化、政府自

身监督与管理科学技术能力的制度化，政治与科学

在彼此的边界上的冲突日益凸显，同时对政治人

物和科学共同体负责的边界组织形成了，科研诚

信办公室（The Office of Research Integrity，ORI）、

技 术 转 移 办 公 室（Office of Technology Transfer，
OTT）等成为边界组织的范例。ORI、OTT 的存在

证明，在科学的社会契约下科学自动管理问题的

方案已遭遗弃，取而代之的是更加正式的激励和

监督系统。ORI、OTT 代表了一种新的科学政策空

间，ORI 是通过成为管理科学诚信问题的正式机制，

并通过在裁决科研不端行为的问题上将科学与政

治的边界问题内部化；OTT 则是通过正式机制来管

理科研的产出率，并通过在创新经济价值及其指

标的问题上将政治与科学的边界问题内在化。[7]

“技术治理”（technology governance）的概念

正是为解决科学技术研发和应用中日益凸显的伦

理问题而提出“责任”概念的时候逐渐兴起的。

机构组织和当事人以此来应对和解决共同面临的

挑战和问题。新兴科技的伦理治理机制是多主体

的参与、多元化构成的，几乎不存在一种单一主

体的治理机制，其本质是一个个多主体的“边界

组织”的运作。

通过对国外伦理治理机制现状分析，可以发

现，各种各类的委员会通常是政府、科技界、社会、

企业等之间关于伦理治理的“边界组织” 的范例。

责任主体包括科学家、企业、政府、社会公众等；

外在的机制包括：伦理咨询、伦理审查、伦理法律、

伦理政策、伦理规范、公众参与、技术评估等等。

二、边界组织与伦理治理：以美国合成生物
学领域发展为例

相较于传统科技，新兴科学技术研究及其应

用的影响力扩展得更加迅速，波及到社会、文化、

人与自然的不同层面，所涉及的伦理问题更加错

综复杂，从中我们可以观察到不同主体与机制之

间所形成的庞杂的交叉关系。

在多元化开放社会中，新兴科技所引发的伦

理问题和社会风险显然难以单一宗教或价值权威

来全盘解决，同时也不再仅局限于道德讨论和限

制的范畴内，而是进入到国家和社会规制的层面，

转入到“社会监督”、“制度”和“法”的语境中。

但是旧有的体制结构无法提供合理的讨论场合，

存在明显不足，这种不足使得在多元利益情景下

的伦理争议仍容易演变为焦点问题。因此，人们

越来越强烈地要求建立新的自由反思和讨论的机

构和场合，要求建立中介监督和管理程序，[8] 能

够使各种不同的社会意见和利益群体拥有表达渠

道，进行有效沟通，比较异同，培养共识，消除恐慌，

实施监督，进而促进决策合理化。由国际组织、

政府、学术机构、社会团体等等设置公共论坛以



92

及更具政策咨询、管理监督性质的组织，成为一

项值得实行并被逐渐接受的作法。

各种伦理委员会的建立可以说是这方面的一

个突出现象。它们提供了一个合法化的公开争论

乃至决策建议的场所。此类委员会功能不一，最

初的一些委员会创立于 20 世纪 60 年代，旨在挑选

论文发表于学术刊物，目的是保证公开发表的研

究成果的学术质量；后来医学领域成立了若干伦

理委员会，旨在应医生的要求解决常常涉及一些

敏感问题的病人护理事宜，或是监督人体医学实

验计划并在必要时进行过程追踪。七八十年代之

后，才出现了一般意义上的委员会，其中著名的

如始于 1974 年经历了数次更迭的美国国家生命伦

理委员会，成立于 1983 年的法国生命科学和健康

伦理学全国咨询委员会（以下简称法国全国委员

会）等，美国国家生命伦理委员会和法国全国委

员会均由政府设置，为政府财政支持的独立机构，

法国全国委员会成员主要由资深专家构成，美国

国家生命伦理委员会成员为来自不同学科领域的

专家和私营组织乃至社区代表、病人代表和特殊

利益群体等。他们沟通了“专家知识”与伦理原则、

社会文化，联结了社群利益与政治力量。与美国

国家生命伦理委员会定位为处理科技政策与价值

问题的公共论坛、政策咨询委员会不同，法国全

国委员会遵循多学科、多文化和诸权分立的模式，

行使立法、咨询、仲裁的职能，其使命超越了政

治的、哲学的或宗教的纷争，能够做出独立的论断。

（[8]，pp.97-111）虽然功能有所不同，但是它们

均体现了非常明显的边界组织的性质。

边界组织如何在具体新兴科技领域的伦理治

理中发挥作用？我们选取仅经历十多年发展的合

成生物学（synthetic biology）领域为例，从美国

的相关伦理治理着手进行分析。合成生物学是一

门旨在设计和构建工程化的生物系统，使其能够

处理信息、操作、化合物制造、能源生产以及增

强和改善人类健康等工作的新兴交叉学科，[9] 其

目标主要有两点：一是利用非天然的分子使其出现

生命的现象，也就是“人造生命”；二是“改造生

命”，比如利用一种生命体的元件（或经过人工改

造），组装到另一个生命体中，使其产生特定功能。

实际上目前的合成生物学仍然处于初期阶段，类

似于 20 世纪 60 年代的计算机科学，可能到很多年

以后，人们才能体会到合成生物学对人类生活的

巨大改变作用，[10] 但是合成生物学已经迅速渗透

进社会生活和经济生产的各个层面，并对旧有的

法律、政策、经济、监管格局和社会心理产生巨

大的挑战。

从合成生物学发展的早期开始，科学共同体

和政府就开始关注其潜在的风险，随后逐步探讨

和建立合成生物学的伦理规范和管理规范。较早

期的努力主要体现为合成生物学家的自我管治。

合成生物学家曾联合起来举办了多次国际会议，

讨论合成生物学相关伦理、法律、社会和政策问题。

其中动作最大的是 2005-2006 年间第二次合成生

物学国际会议前后的一系列举动。科学家们编写

了合成生物学研究行动指南，并酝酿确立民主投

票制度以实现自我管治，但是因为担心可能导致

有敌意的外部审查和科学团体的内部分裂，投票

建议最终被取消。[11] 这显示出，合成生物学国际

会议这样的单一主体的科学家自治组织并不适合

未来合成生物学管治。合成生物学因其显著的特

殊性，它的监管问题已经超出了现有的管理框架，

也显然超越了单一主体的管理范畴。

2010 年 5 月 20 日，美国生物学家文特尔（John 
Venter） 宣 布 制 造 出 了 一 个 载 有 1000 个 基 因 的

DNA 片段辛西亚（Cynthia）。合成生物学开始真

正进入大众视野，其伦理问题和安全监管也愈显

紧迫。然而其时其伦理治理主体、治理方式、治

理机制仍是不明确的。一个现实问题是，依据生

产方式和预期用途，在美国合成生物学产品安全

性的监管涉及食品和药品监督管理局（FDA）、环

境保护署（EPA）、农业部（USDA）三家政府机构，

但是很多新技术并未完全契合某个机构的权限。[12]

由此，在探讨和实践合成生物学伦理治理的过程

中，需要不同主体介入其中，而这正是由新兴技

术的不确定性和社会利益多元化所决定的。之后，

多个国际组织、政府咨询委员会、研究院所等不

同层面的组织和机构都针对合成生物学的伦理问

题、安全监管开展过探讨并形成相关的调研或报

告成果。

辛西娅发布一周之后也即 2010 年 5 月 27 日，

美国众议院能源和商务委员会就合成生物学举行

听证会。克雷格文特尔研究所文特尔、加利福尼

亚大学伯克利分校合成生物学工程研究中心教授

杰伊·基斯林、美国应用伦理学机构黑斯廷斯中心

专家格雷格里· 科布尼克等在听证会上作证。这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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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力量开始介入科学领域的显证。

2010 年 4 月，美国国家生物安全科学咨询委

会员（NSABB）在一份回复奥巴马的报告《解决

与合成生物学相关的生物安保问题》中指出，应

对合成生物学这样的“两用性研究”（DURC）进

行审查和监督制度，提出了 5 项伦理原则和 18 项

建议，详尽说明了如何保证合成生物学的安全发

展。NSABB 是一个咨询委员会，由美国国立卫生

研究院（NIH）科学政策办公室的生物技术办公室

管理和支持，根据章程，其目的是“提供关于生

物安全性监督的建议、指导和领导，决定某项研

究是否具有合法科学目的，是否可能被滥用、对

公共卫生和 / 或国家安全构成生物威胁。”[13] 然

而，这一建制的委员会能否发生有效作用仍是值

得怀疑的。2012 年 2 月，美国伍德罗·威尔逊国际

学者中心（Woodrow Wilson International Center for 
Scholars）在考察这些建议的执行情况时发现，其

中 7 项建议的执行截止日期虽然已经临近，但得到

落实的条款依然寥寥无几。该中心科学家托德·库

伊肯（Todd Kuiken）认为“这些来自委员会的建

议基本毫无作用。”[14]问题还是要取决于公众对它

的重视程度。这也是美国社会政治体制的折射。

合成生物学在军事领域显示出的巨大颠覆性

潜力让我们看到在决策中政治力量、军事力量与

科学的结合愈发紧密。2017 年，在美众议院军

事 委 员 会（Committee on Armed Services） 下 属

的新兴威胁和能力小组委员会（Subcommittee on 
Emerging Threats and Capabilities） 召 开 听 证 会 审

议国防部 2018 财年对抗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计划之

前，国防部即已委托美国国家科学院、工程院和

医学院成立专家委员会探讨合成生物学时代生物

防御漏洞问题。2017年9月由识别和解决合成生物

学潜在生物防御漏洞战略委员会、化学科学与技

术委员会、生命科学委员会、地球与生命学部联

合署名的《识别合成生物学潜在生物防御漏洞的

拟议框架》中期报告（A Proposed Framework for 
Identifying Potential Biodefense Vulnerabilities Posed 
by Synthetic Biology: Interim Report 2017） 提 出，

需由国防部和合作伙伴机构共同解决合成生物学

的新挑战，敦促美国政府与科学界一起制定风险

管理方案。[15] 该报告事实上在业界产生了重大影

响力，被作用于美国国防科研修订战略目标和方

针举措。

边界组织在合成生物学伦理治理中的进一步

的、更加广泛的影响还在继续。鉴于新兴科技的快

速发展，新产品新技术的不断涌现，现存监管体

系的复杂性以及中小型企业难以适应原有监管体

系等挑战。为促进创新和提高透明度、效率和可

预测性，2017 年白宫发布了“2017 年生物技术协

调合作框架法规”（2017 Update to the Coordinated 
Framework for the Regulation of Biotechnology）的

最后修改版本（2017 年的协调框架是在 1986 年和

1992 年的协调框架基础上的更新）。这一修改版源

于 2015 年美国总统科学技术政策办公室（White 
House Office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Policy，

OSTP）要求食品和药品监督管理局（U S Food 
and Drug Administration，FDA）、环境保护署（United 
States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gency，EPA）、

农 业 部（United States Department of Agriculture，

USDA）理清各自在法规监管体系中的作用和责任，

提出未来生物技术产品风险评估的联邦法律体系，

成立专家委员会以分析未来生物技术产品的布局。
[16] 为此，总统科技政策办公室任命了由专家组成

的生物技术工作组（Biotechnology Working Group）

会同 EPA、FDA 和 USDA 的有关专家，历时 14 个

月，征求审阅了 900 个公众评论，并于 2015 年 10
月 2016 年 3 月间举办了 3 次公众听证会，[17] 形成

最后版本文件。同时，OSTP 还委托美国国家科学

院开展研究、提交报告，供 EPA、FDA 和 USDA
参考，进一步完善协调合作框架。为此，美国国

家科学院组建了“未来生物技术产品和加强生物

技术监管体系能力的委员会”。“2017 年生物技术

协调合作框架法规”的第六部分是新协调框架的

未来审查条框，规定了对协调框架的审查，必要

时进行更新的机制和时间表。委员会认为，现有

的风险分析和公众参与的框架、工具和流程可用

于解决未来生物技术产品中可能出现的许多问题；

鉴于生物技术产品的大量涌现，应对生物技术产

品增加的一个重要方法是更多地使用分层管理；委

员会制定了“美国监管体系概念图”，旨在评估和

管理产品风险、简化监管要求和提高监管透明度。

评估的入口点是产品的预期用途是否处于既定法

规的管理下，对应于未调控、熟悉且不复杂、不

熟悉或复杂、不熟悉且复杂的技术分类，分层管

理分别给出了外部流程、低级外部流程、中级外

部流程、高级外部流程的管理对策，高级外部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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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相较于低级外部流程是引入了更多的治理主体：

低级外部流程的治理主体为机构快速审查；中级外

部流程的治理主体为机构、专家顾问小组；高级外

部流程的治理主体为机构、利益相关和受影响方、

专家顾问小组。[17]

从美国合成生物学领域伦理治理实践中我们

可以看到，新兴科技伦理问题或技术风险具有不

确定性，风险与科技、国家、社会安全联系在一起，

科学共同体单一主体难以完成治理任务，而政治

力量也表现出了主动姿态，企业等社会力量也基

于发展需求参与进来。多主体参与促成了新的治

理机制的形成，并且更加有效地推动了新兴科技

的伦理治理。治理机制的一个重要特征是“边界

组织”的形成和运作。边界组织的重要作用在于

推动伦理治理的形成和实施，涉及层面包括：伦理

问题研究、敏感领域发展咨询、法律的介入、伦

理审查、技术评估、科学传播和公众参与等。

三、我国的生物科技伦理治理

我国合成生物学的发展虽然晚于欧美数年，

但进展迅猛，目前合成生物学领域的论文数量已

位居全球前列。2018 年 8 月 1 日，中国科学家在

国际上首次人工创建了全新的自然界不存在的生

命——单条染色体的真核细胞，《自然》（Nature）

杂志在线发表中国科学院分子植物科学卓越创新

中心 / 植物生理生态研究所覃重军研究团队与合

作者的这一成果。[18] 鉴于合成生物学研究有巨

大的应用价值，可带来显著的社会效益和经济回

报，合成生物学研究及应用所涉及的多个主要社

会群体如管理部门、科研群体、临床医生、生物

企业都在呼吁进一步推动该领域的进步。2018 年

即将启动合成生物学等 16+2 重点专项，“合成生物

学”重点专项 2018 年度项目申报指南（征求意见

稿）在设计针对人工合成生物创建的重大科学问

题，围绕物质转化、生态环境保护、医疗水平提高、

农业增产等重大需求，突破合成生物学的基本科

学问题，构建实用性的重大人工生物体系，创新

合成生物前沿技术的基础上，还专设“4.2 合成生

物学伦理评估、政策法规与公众教育科普体系构

建”部分，明确提出“参考全球范围内现有的合

成生物学研究和应用的有关政策和法规，为政府

制定符合中国国情的、可行的合成生物学研究与

应用的政策提供伦理、法律和社会支撑。”

这明确显示了国家对合成生物学伦理问题及

其治理的关注和需求，同时也显示当前合成生物

学领域尚未就治理原则和依据达成共识，还未有

能够解决社会担忧的诸如伦理准则等问题的“软

标准”，不同国家主要立足于国际通行规范、国内

法律条文、机构伦理管理文件、学术组织伦理规

范等实施伦理治理。这也是伦理争议的缘起和表

现。伦理问题进入政策范畴需要经历伦理问题研

究、敏感领域发展咨询、持续伦理审查和评议、

法律规范介入、科学传播和公众参与等一系列进

程和事项。政府管理部门对于合成生物学研究和

应用领域有着统领性的影响，主要通过资助、立

法以及行政管理等发挥作用。介于合成生物学与

人类健康、人伦秩序、社会安全等密切相关，传

统的以政府为主体的管制措施已然不适应，需要

将更广泛的利益相关群体纳入到治理中，共同协

商解决合成生物学发展面临的重大技术问题、伦

理、法律以及社会议题。在这其中，边界组织发

挥了问题提出、问题评估、问题解决方案设计的

功能。美国合成生物学伦理治理的发展显示，边

界组织是背后的重要推手。虽然决策体制不同，

但是目前我国的确还缺乏承担这一作用的角色。

国家层面、部门层面或专门成立的委员会通

常可以承担这一角色。它们从国家层面、专业领

域、产业发展系统地、持续地处理伦理问题，包

括政策咨询、意见统筹、伦理监管、政策执行等，

比如研究、甄别和审查可能出现的伦理、法律和

社会问题，提供科技伦理咨询服务，保障相关领

域的研究与应用在社会道德范围内进行，制定各

级伦理委员会工作准则和应遵循的一般性原则，

促进立法和政策实施，促进相关领域的国际交流

与合作，等等。但是，我国迄今未设立国家生命

伦理委员会，在现有的四类伦理审查机构和两级

管理结构中，虽然部门或地区伦理委员会在功能

设置上包含针对重大伦理问题提出政策咨询意见，

但实际履职情况并不容乐观。究其原因是体制因

素使其缺乏从伦理的维度为国家科技决策提供咨

询服务的动力和执行能力。

合成生物学伦理治理涉及多方利益主体。从

治理动力到实践，不是单一主体所能够胜任的，

建设一个能够将不同类型的利益相关者整合在一

起，共同协商治理的平台，也即边界组织，尤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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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为此，我们需要一个成体系的国家生命伦

理委员会，一是根据领域发展和监督工作需要下

设分属机构。二是委员会的成员体现 “跨界”特

征，包括科学家、法学家、伦理学家、政策研究

者、管理者、企业代表、社会组织代表等。三是

委员会的任务包括了甄别和审查可能出现的伦理、

法律和社会问题，保障相关领域的研究与应用合

乎社会伦理规范，促进立法和政策制定与实施等。

对合成生物学领域来说，伦理治理实践具体包括：

（1）发展合成生物学的风险及 ELSI 议题知识；（2）

健全合成生物学研究与应用的监管体系；（3）完善

合成生物学相关规章制度（包括硬性法规和软性

自愿规范）；（4）开展国际交流与合作；（5）推动

科学与公众的对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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